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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运用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基于企业组织层面及地理空间层面能力构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之间的

内在互动关系，构造了一个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它可以有效地弥补和完善全球价值链分

析范式的局限，同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国际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升级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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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深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

了当地产业集群的生成机制，并进一步影响其演化升

级的路径[1]。在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当地集群的发展

已经不能再以传统的孤立视角来考察，而必须放置在

一个更为广阔的联系网络之中来审视。正是在此背景

下全球价值链(GVC)分析范式应运而生，开辟了当地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新的理论视角。但随着研究的深化，

人们日益认识到应把产业集群视作一种更加开放的复

杂系统，在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与当地集群之间，事

实上存在一种内生性的互动演化关系，因而两者应该

有机地融合到一个更为全面的研究框架之中[2]。基于

此，本文运用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来弥补全球价值链

分析范式中的不足和局限，力求对当地集群升级发展

问题取得更深入的理解。 
 

一、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理论贡献与内在局限 

 

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把当地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

全球价值链相联系，从价值链治理模式出发，分析治

理模式所导致的组织间权力不平衡配置关系对当地企

业升级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4]。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的

一个核心理论命题是，当地产业集群的升级潜力与路

径，因它们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属性特征的不同而异[5]。

换句话说，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具有不同的治理模 

式，而这些不同类型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对于当地集群

升级具有不同的影响和含义，因而当地集群的升级只

有在其自身与全球价值链运行的互动关系中，才能够

得到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近来国内学者快速地吸

收、借鉴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依托这一分析范式对全

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当地产业集群升级这一问题进行

了多个产业的案例分析[6−7]，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于这一

互动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虽然成功地基于治理模式框

架对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权力不平衡配置格局作出

了深刻的剖析，但是从同样的理论框架出发，对发展

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问题所做的分析，却存在一些内

在的局限性。 
首先，没有真正触及集群升级过程中复杂的多层

面互动这一本质特征。当地集群的升级涉及到企业组

织、产业、区位等不同层面之间的复杂互动。集群作

为一个地理空间经济单元，升级过程有其内在特殊性。

当地集群由不同类型的组织群体所构成，当地组织内

部以及组织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当地集群的升级具

有重要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当地集群作为一种中观

层面的空间经济单元，其本身又同时处在当地制度情

境、经济体系以及全球生产网络等不同层面的互动过

程之中。因此，由于涉及到多层面复杂的互动过程，

当地集群的升级与单一集群企业组织的升级不能简单

等同。 
为了理论抽象的需要，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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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集群当地联系这一层面，即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跨

国公司所主导的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当地集群企业在价

值链当中的位置对其升级潜力的影响这一方面[5]。如

此一来，当地集群作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内容的地理

空间经济单元，实际上就被概化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节
点”，变成了一个“黑箱”。显然，这种忽略在很大程度

上削弱了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当地集群升级问题上

的理论解释力。因为这一研究视角的初衷，就在于更

深入地理解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与全球化经济活动之

间的内在关系，但在理论分析时却出现了顾此失彼的

现象，按照某些研究者的说法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同时

又倒退了一大步”[8]。也就是说，它以全球化的广阔视

角为当地集群研究引入了外部联系(全球价值链)这一

非常重要的侧面，但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它又把外

部知识联系作为了集群升级的主要根源，而相对忽视

了当地互动与创新活动的重要性；同时，由于全球价

值链分析范式将价值链治理结构作为知识转移、扩散

的基本条件，因此它也不能给出当地集群自身知识体

系(能力、技术)与外部复杂互动机制的全面理论解  
释[9]。 

其次，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更明显的局限还在于，

其治理模式是外生的，静态的，因而不能提供内在一

致的内生性分析框架，在一个动态演化过程中讨论发

展中国家当地集群的升级问题。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表现为

一种外在给定的“结构”，并且正是这种“结构”及其属

性(治理模式)规定了当地集群的升级机会与升级路 
径[10]。从这一意义来说，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带有浓

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对全球价值链这一结构当

中经济活动主体，尤其是处于底端的发展中国家的经

济活动主体内在的能动性体现在何处、如何发挥等重

要问题着墨不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产业

集群的确可以获得某些产品、流程甚至功能上的“升
级”机会，但这本身却不足以提供集群升级的内在持续

动力[11]，因而自身产业发展所要求的真正意义上的“升
级”内涵与逻辑，在全球价值链的固有框架之下是难以

找到的。 
从理论渊源来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析架构

属于一种以交易成本理论为核心的比较静态分析模

式，因此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用来分析全球生产

分工体系中的权力配置格局具有极强的启发性和解释

力，但对于“集群升级”这一本质上“动态”的问题，却

不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12]。比如，它侧重于讨论

在既有的治理模式之下现有集群企业如何升级的问

题，但却不能解释这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原点”问题，

即特定的治理模式从一开始为什么能够(或不能)产
生、构建起来，以及这种特定的价值链分工模式为什

么在特定地点(而不是在其他区位)形成并发展起来，

等等[13]。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集群来说，这种

初始问题显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值得强调的是，在一

个动态演化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以及当地

集群本身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虽然近期格里菲、汉

弗莱等人也开始考虑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演化这

一重要方面[3]，但拘于其固有的理论范式缺憾，它仍

不能回答一系列核心问题，比如：演化过程的动力机

制是什么？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在全球价值链演化过

程中究竟起什么样的作用？等等。 
总之，源于世界体系理论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理

论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深刻

揭示了价值链的内在结构和治理模式如何导致了价值

创造能力的不平衡分布和配置，再次让人们认清了全

球化背景下“依赖式发展”新的表现形式的本质[13]。但

仅仅如此还不够，必须在吸收借鉴的基础上，超越于

这一分析范式，更进一步揭示发展中国家当地集群升

级的本质。事实上，一系列的经验研究文献已经证明，

不能单纯依靠全球价值链现有治理模式之下所提供的

机会来自动地获得升级所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当地产

业集群只有真正成为一种由多样化组织学习、创新努

力所形成的网络联结，才可能与全球价值链所提供的

外部机会产生良性的互动[11−12]。显然，要深入理解当

地产业集群的升级活动，还需要一种更加全面的理论

视角，这一视角必须动态地将全球价值链与当地集群

之间的互动关系包容进来。 
 

二、协同演化分析思想的 
提出及其意义 

 
“协同演化”(co-evolution)是社会科学领域近十年

来兴起的一种研究思想和方法，在组织理论、战略管

理、演化经济学以及近来的跨国公司理论等研究领域

的影响日益增强[14]。协同演化的分析思想实际上是集

成了复杂科学、生态学以及演化理论等众多学科领域

思想的精髓[15]。这一研究框架最大的优势在于，通过

强调变化过程中的多层面性、根植性、反馈效应与嵌

套效应、路径依赖性等，将微观层面的演化和宏观层

面的演化纳入到一个一体化的架构中来，有助于准确

地揭示历时性过程之中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二元双变”
的内生性关系，从而有利于更为整合地来剖析不同层

面内生互动关系的机理[16]。 
全球化竞争背景下，跨国公司战略与当地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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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之间的互动演化过程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多层面性和

复杂系统性，既包括了企业组织微观层面，也包括了

中观、宏观的层面如集群(空间经济单元)、产业乃至

制度情境等；既涉及到当地联系与当地根植性，同时

也涉及到全球价值链之中的网络联系与网络根植性，

并且正是这些不同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

程，决定了当地产业集群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生成、

演化与升级的轨迹和路径。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全球价值链，不过是围绕某

一核心产品(技术、体制与标准等)所形成的全球分工

体系内各组织之间权力配置的模式。每一条价值链都

是特定的产业发展阶段以及产业情境条件下不同行动

主体之间复杂互动过程的具体结果；而每一次的产业

转型或产业竞争生态的演替，都同时意味着全球价值

链关系模式的彻底重构。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
既是规定旗舰企业与其供应商群体如何进行互动的前

提和基础，同时又是这些战略行为主体之间互动过程

的产物[17]。因此，把当地集群升级与全球价值链治理

结构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理解为一种协同演化的过

程，是一种更为合理的研究视角。从协同演化的视角

看，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并不是外在给定的，它

本身其实就是价值链核心企业(跨国公司)与其他参与

者(供应商)互动演化过程的内生性结果。因此，把协

同演化的分析思想融入到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与当地产

业集群升级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来，实现与全球价

值链分析模式的有机结合，将有助于获得更大的理论

解释力。 
 

三、能力、交易成本与治理的协同 
     演化：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 

模式分析模型 
 

本文在吸收近年来组织理论以及战略管理领域相

关前沿进展的基础上，发展一个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

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分析模型，以此来弥补

和完善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一) 协同演化分析模型的理论前提 
近年来，组织理论、企业理论等研究领域的学者

越来越趋向于整合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以及组

织能力理论，从协同演化的视角来揭示治理模式、交

易与能力之间所形成的“三位一体”关系[18]。这些新的

理论都侧重于强调，治理模式从本质上来说不仅是内

生性的，而且也是异质性的，它不仅取决于交易条件

的特征，而且也取决于特定组织所拥有能力的特性以

及组织自身所塑造出来的治理结构情境的特性。从动

态发展的角度看，在交易成本、能力以及治理模式之

间，存在着一种协同演化式的内生互动过程(图 1)[19]。 

 

 
图 1  组织能力、交易成本与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看，不同组织之间(比如旗舰企

业与供应商)的专业化分工首先取决于沿价值链分布

的能力异质性，因为正是它构成了潜在“交易收益”的
来源。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观点，假定某一价值链

具有两个构成部分：上游环节和下游环节。为了使中

间产品市场交易的存在有意义，某些企业必须具有很

好的上游能力，但却不具备很好的下游能力，这样交

易才对双方有利。如果有效的上游企业，其下游价值

链活动的生产效率与其它下游企业同样高，那么无论

潜在的交易成本是否存在，企业之间可能都没有形成

纵向专业化分工以及相应治理机制的内在意愿[19]。因

此从这一角度看，组织之间沿特定产业价值链展开协

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两套相互补充的、但又各不相

同的能力构型。协作所产生的收益并不仅仅来自于交

易成本的降低，更取决于协作活动的能力互补性；而

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收益是动态的，它还来自于协

作开始之后双方或者合作某一方针对关系特定资产所

作的投资，以及伴随着协作的深入所展开的组织学习

过程。因此，不能简单地用“交易属性”或孤立地依赖

交易成本的观点来解释组织间的治理模式，这一点近

年来已被许多研究者所指出[18−19]。 
(二) “能力构型”基本概念的界定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与独特

资源以及相应的能力内在相关。组织的能力构型则取

决于其从事各种价值活动的具体组合、协调方式以及

独特资源存量[20]。在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价值链活动不

同阶段之间，能力是异质性分布的。这是因为完成复

杂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能力一般是在特定的组织中通过

一种长期的、路径依赖的组织学习过程发展而来的，

在这一复杂过程中，存在各种随机的、偶发的因素影

响组织能力的产生和形成[21]。 
同样的，一个特定区位或空间经济单元(如集群)

也可以被描述为各种经济活动、资源以及知识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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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的集合体。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借鉴 Lawson 
(1999)以及 Ricart 等人(2004)的观点，把特定区位空间

经济单元已有的独特价值活动以及资源、知识基础统

一称之为特定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它是该区

位动态聚集经济以及区位竞争优势最为核心的基   
础[22−23]。与企业组织层面能力构型的不同之处在于，

特定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与区位特异性相联系，

并且往往与自然条件、制度安排、企业群体以及产业

结构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能力构型既与该空间经济单

元中每一个组织的资源与能力有关，但同时又不是这

些组织能力的一个简单加总[24]。和组织层面相类似，

空间经济单元的能力构型在产业空间疆域中的分布也

不是均质的。通过特定的能力构型，特定区位能够有

效地促进规模经济、累积性学习、比较优势、活动间

的协调与共享等所产生的影响效应，从而使沿着全球

价值链分布的各种组织能力的分布更具差异性。 
(三) 协同演化分析框架描述 
本文主要从企业组织层面和地理空间层面互动演

化的视角，来描述能力构型、交易成本(情境)以及价

值链治理模式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变化，具体体现为四

种演化机制在不同层面互动作用下的协同演化过程，

如图 2 所示。 
1. 能力构型的不对称分布影响和决定价值链治

理模式 
首先，从企业组织层面来看，全球价值链中企业

间能力的不对称分布影响和决定了特定形式的价值链

治理模式，这一过程具体体现为跨国公司与其它价值

链参与者(供应商)之间的战略行为互动，同时这一互

动过程会产生出什么类型的特定治理模式，还取决于

特定交易成本条件的中介性影响效应。其次，不同企

业组织异质性能力及其在不同地点聚集性质的差异，

又进一步影响和决定了地理空间层面上区位能力构型

的不均质分布，从而影响和决定了不同的产业集群在

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以及特定价值链的整体构

造或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因此，企业组织层面与地

理空间层面通过空间聚集效应的互动反馈，相互联系

并交叠在一起。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第一，当地企业(或区位)的

能力构型是嵌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并进而形成特

定的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基本前提，而空间聚集效应的

存在，则进一步使能力构型的异质性得以放大或强化，

从而最终使当地集群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组成部分；

第二，由于特定价值链治理模式的产生与形成取决于

企业、集群的能力构型异质性、特定交易条件(交易情

境)以及不同组织间战略行为的复杂互动过程，因而从

本质上来说价值链治理模式是异质性的。比如，对大

陆台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的调研表明，即使在同一

产品领域内也同时存在着多种价值链治理模式，其中

的异质性很难用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来简单概括[25]。

第三，企业组织层面与地理空间层面的能力构型是互

动演进、相互联系的，比如强有力的区位能力构型可

以使集群特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所决定的权

力关系中取得更为有利的地位，反过来集群核心企业

能力的动态发展也会对整个区位能力构型产生重要影

响。 
2. 通过塑造交易情境激发交易成本的内生性  

降低 
在上述协同演化模型中，价值链治理模式实际上 

 

 
图 2  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能力、交易成本与价值链治理模式内生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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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跨国公司与其它企业组织在沿价值链形成不同能力

分工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有意识地采取各种战略

努力来影响和重塑其交易环境的内在结果。换句话说，

交易成本决不仅仅是一种给定的外生因素，而应该被

视作企业能动地依照自身有利条件去应对和塑造其交

易环境的一种产物[19]。尽管交易成本情境在短期内来

看可以理解为固定不变的，但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

看，交易成本只是一个起调适作用的中间变量，并且

其本身受制于这一复杂的协同演化过程。 
正是这样的观点，使本文的研究框架有别于主要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在后者中，

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问题被归结为从各种外在可选的治

理模式“菜单”中选择其一；而本文则认为，这一治理

模式选择“菜单”本身也是经由协同演化过程而内生

的。也就是说，尽管从短期来看，一个特定的治理模

式最优选择受制于相对固定的交易环境；但是从较长

时段来看，企业则完全具有塑造整个产业或区位交易

成本情境的能动性[19]。其实，从产业动态演化的视角

看，新的交易治理模式的创造，往往本身就构成组织

能力的一部分。这方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就是，在

创建北京星网工业园的最初阶段，由于受制于中国的

关税政策环境，诺基亚无法实现与其供应商群体的高

效协同，但通过与中国特定区位的积极互动，诺基亚

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虚拟保税区”模式，突破了政策环

境的制约，并使其成为当地产业集群推动整体交易成

本降低的动态因素，最终重塑了当地集群的交易情  
境[26]。 

3. 价值链治理模式反馈影响能力构型的发展  

过程 
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中，能力因素与价值链治

理模式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作用，即能力分布与能力

构型决定价值链治理模式，反过来价值链治理模式的

形成及其变化也会对能力的发展过程、性质以及演化

路径产生影响。 
特定的价值链治理模式形成特定的生产活动制度

结构。在选择机制的不断作用之下，企业组织之间会

基于各自不同的能力，使全球价值链的这一特定结构

在动态过程中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效应，从而使不同组

织或区位的能力构型异质性沿着特定的演化路径被不

断强化、放大。例如，在个人计算机产业中，惠普、

戴尔等跨国公司在与其台湾供应商群体的互动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以“订单跟随”(BTO)以及“卖方管理存

货”(VMI)等制度安排为核心的价值链治理模式。而在

这一模式的驱动下，一方面使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供应

规划与准时需求实现的核心能力得以不断强化，另一

方面也迫使台湾 IT 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的生产流程管

理以及供应链管理能力，从而使台湾 IT 集群形成了依

托 OEM/ODM 大规模生产体系的独特能力构型[27]。 
4. 能力构型的转换与产业集群的演替迁移 
从某一特定的时点来看，外部诱因(如竞争生态变

化、技术变革等)的驱动可能导致现有的能力构型发生

转换，从而改变产业的性质以及潜在进入者/产业参与

者的构成，此时价值链中的治理模式就面临被重构的

可能。具体来说，当新的、更为先进的能力从现有知

识基础当中产生出来，并且与全球价值链中现有结构

及其治理模式不相协调时，原来推动价值链沿着现有

能力分工体系深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就可能发生逆

转，并可能最终启动新一轮的能力、交易成本以及治

理模式的内生互动过程。 
而从地理空间层面来看，在反馈互动效应的作用

下，组织层面的能力转换可能导致集群或区位整体能

力构型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位置的变化，并最终重塑

当地集群与全球价值链的内在关系，即以新的价值链

治理模式为基础，形成新的“集群网络”或产业空间疆

域。因此，协同演化过程不仅仅表现为能力构型、交

易成本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动态演化的过程，同

时也表现为产业集群演替、转型与迁移等的产业空间

疆域变迁过程[27]。根据协同演化的视角，可以通过一

种历时性过程进一步考察区位能力构型转换与集群演

替迁移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图 3 所示。 
如图 3 所示，在 t0 阶段，某一特定地理区位的能

力构型与全球价值链实现了战略耦合，从而使当地集

群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组成部分，并形成

特定的价值活动空间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与当地

产业集群的互动不仅推动了集群本身的演化，而且当

地集群的发展也反过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

与演变，并进而影响和推动了整个产业的演进以及产

业竞争生态的变化，如 t1 阶段所示。t1 阶段的互动演

化过程的重要结果反映在 t2 阶段：一方面，当地产业

集群内部组织之间竞争、合作的行为模式等逐渐固化

为集群自身的深层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集群

独特的演化发展路径以及相应的区位能力构型；另一

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整体演化达到一定程度，适应产

业竞争生态变化内在要求的新知识、新能力就会出现，

从而也就相应地要求产业价值活动组织模式的调整与

重组。由此，当地产业集群的能力构型与跨国公司所

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之间在 t3 阶段进行新一轮的互动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全球价值链活动在不同的地理

区位进行再分解、再配置以及重新组合等，并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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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基于协同演化视角的能力构型转换与产业集群演替迁移 

 
础上逐渐形成新的产业空间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同

时也意味着可能有新的集群生成与发展。但对于现有

的产业集群来说，则意味着不同的结果(如 t4 阶段)：
一种是现有产业集群的能力构型动态演化与价值链重

构过程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即原有的价值链联

系虽然被削弱或转移，但适应新产业竞争要求的价值

链联系逐渐建立起来，从而使现有产业集群实现转型

与升级；另一种情况则是，在演化过程中现有产业集

群的能力构型已无法适应产业竞争生态的内在要求，

这也就意味着集群已经被“锁定”在特定的演化路径

上，集群的衰退变得不可避免，原来处于集群中的一

些产业价值链活动逐渐被转移至新的区位，产业活动

集聚的地理中心也会相应发生迁移。 
因此，产业集群的演替迁移是全球价值链治理模

式重构与当地集群能力构型协同演化过程的一个必然

结果。现实中的产业集群“演替迁移”可能表现为多种

方向和结果，既可能发生在一个国家不同的地理区位

之间，也可能在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沿产业价值链的

演变而展开；既可以是梯度式的、渐进的，也可能由

于内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而表现为一种“断裂式”迁移
[28]。但是，从上面所描述的过程也可以看出，产业集

群的空间迁移并不必然意味着原有产业集群的衰退与

消亡。关键就在于协同演化的过程中，特定区位能否

保持能力构型的动态发展。例如，90 年代全球硬盘驱

动器(HDD)产业从低成本海外生产阶段转向全球供应

链高效运营阶段之后，全球价值链组织模式出现了明

显的重构趋势。而新加坡 HDD 产业集群在高劳动力

成本的压力下并没有衰退和消亡，而是依靠高水平的

柔性生产流程管理能力以及强有力的支持性配套产业

体系，实现了区位能力构型的转换过程与全球价值链

重构过程的协同演化，从而推动了当地集群的升    
级[29]。 

至此，上文所描述的协同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

内生性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析的理论框架，从而弥

补了原有分析范式的不足。从上述过程可以比较清楚

地看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这

一组织现象，与当地产业集群这一地理空间现象有着

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跨国公司在

全球范围内将自身的价值活动与地理上分散的、但同

时又聚集于特定区位的能力构型(重要资源和知识)相
联系，并通过其全球战略运作过程形成并维系特定的

治理模式，以强化其全球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跨国

公司战略、当地集群能力构型之间存在着互动演化的

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动态变

化，同时也反映了产业空间疆域的变迁过程。 
 

四、结论与启示 
 

在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下，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影响当地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形成与发展，并进而使

发展中国家当地产业集群成为跨国公司战略所塑造的

全球产业空间疆域的内在组成部分；但反过来，当地

集群的发展以及区位能力构型的改变，也会对跨国公

司战略产生反馈效应，从而影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演化的轨迹。因此，价值链治理模式实际上是一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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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演化过程的内生性产物。这一协同演化分析模型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全球竞争背景下跨国公司与地理空间

经济单元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并有助于对全球价值

链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升级逻辑、能力发展

以及演替迁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出内在一致的理论

分析。 
从本文的协同演化分析模型可以看出，集群“升

级”的本质是能力问题。因此，升级问题的研究不能“本
末倒置”，也就是说，需要在借鉴全球价值链分析范式

的同时，把研究视角逆转过来，重新强调当地集群的

本体地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跨国公司战略与

当地集群复杂互动关系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比如：

这一互动关系如何推动全球价值链及其治理模式的协

同演化过程? 在不同的演进阶段当地产业集群需要具

备什么样的能力和资源才能有效促进自身升级转型? 
价值活动的突破与创新需要哪些内外部条件相耦合?
等等。因此，只有在明确推动“升级”活动创新主体的

前提下，从一种多层面复杂互动的动态视角出发，才

可能对全球竞争背景下当地集群升级这一现实问题有

一个比较深入的把握。 
从根本上来说，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活动的主体是

企业组织，集群中不同类型的企业在集群升级过程中

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当在某一个或几个企业组织的创

新活动带动下实现了当地相关联企业群体的整体竞争

优势提升时，当地产业经济活动的升级才能实现。然

而，当地集群升级的内涵却不仅仅限于此。只有当特

定区位的资源基础与能力构型与上述企业组织层面、

产业层面的创新活动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时，当地集

群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地理空间经济单元才会表现出动

态的聚集经济，即形成一种动态的区位优势，集群本

身的升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要做的

是，使产业集群成为当地企业组织升级以及当地产业

经济活动升级稳固的地域空间经济单元和基地，这才

是集群本身升级的实质意义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推动集群区位能力构型的不断提升，才能使当地

集群在全球产业空间疆域的变迁过程中具有持续的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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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co-evol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endogen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GVC),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ransaction cost, capability configuration and 
governance at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levels. Using this framework we can remedy the limitations of GVC paradigm 
effectively and get more insights about the upgrading logic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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